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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历史: 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视野
*

凌承纬

［摘要］推进中共历史学体系的学术化、科学化进程，必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研

究领域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中共纪念史研究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中共纪念史研究体现了中共

党史研究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加强记忆史研究

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建构，将有助于拓展中共纪念史研究学术实践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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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词是用来表现、记忆和复原一个社群主要历史事件的一个专用术语，其中“记忆”是纪

念的一种主要形式。记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为历

史行动者提供了他们赖以理解实在的符号手段，从而在塑造社会过程的时候扮演了积极角色”①。

人们为了记忆而纪念，而某种纪念通过节日仪式增强了记忆的功能，节日、纪念、记忆是一种三位一

体的历史载体，这种历史载体提醒人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纪念

活动延续了这一传统，借助仪式化、定时化的纪念活动来延续历史记忆，纪念活动在塑造群体记忆

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共历史上，曾经举行过形式多样的各种纪念活动，订立了各

种纪念节日，以期通过纪念活动，唤起党的组织成员以及社会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显然，

中共纪念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过程，是中共历史这一巨大结构体中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共历

史发展的面相。因此，从历史记忆的视角对中共纪念活动这一史事存在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变迁进

行整体研究，将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一、记忆理论的兴起

1980 年代以后，伴随着历史观念的转变，国外史学界在研究主题上出现了“文化转向”，新文化

史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记忆史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②，“记忆”因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而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日益发展成为一

门显学。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推动下，历史研究也呈现出“记忆的转向”，并且成为这个时代史学建构

的一个标志性现象③。其实，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思潮，西方的记忆研究理论从起源到兴盛已经走过

了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对于“记忆”的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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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15ZDB044) 子

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西］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 页。
彼得·伯克认为，充满新意但却异常繁多的新文化史研究主题可以被概括为七大类别，分别是: 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

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行为社会史。参见［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

学问题》2000 年第 4 期。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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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这部被他自己称为“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中首次提出了

“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其展开研究。在此之前，记忆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单个的

个体记忆，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心理学的领域。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将“记忆”从生

物学的层面剥离出来，“记忆”不再仅仅被视为是“个体官能”，而是在人与人互动和交往中所产生的

社会产物。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原因

在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的仅仅是“记忆”对某一具体团体的意义，而没有将研究的对象和领域

扩展到文化范畴中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重启关于记忆的研究，“记忆之场”、
“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一系列基本概念被相继提出，“记忆”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

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内都兴起了记忆研究。

记忆研究理论在 2000 年前后被引介入中国学术界，相关学术实践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下

蓬勃展开。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记忆理论研究的重要著述之后，“集体记忆”、“记忆之场”、“社会记

忆”、“文化记忆”等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逐渐被运用于考察社会群体的记忆如何建构和维系①、国家

权力如何塑造社会记忆②、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如何改造和重构记忆③等问题当中，有学者将上述研

究视角归纳为“国家权力”、“社会群体”和“历史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中国记忆研究的“国家

在场”、“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和“体制约束”的特点④。

尽管近年来记忆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都加强了各自领

域的记忆理论问题研究，但是，在记忆研究的学理层面上，将记忆理论与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相结

合的学术实践尚且少见。社会性的记忆，总是通过纪念的方式围绕着一些重大事件而展开，中共的

纪念活动反映的不仅是这种社会性的历史记忆，而且反映的是政治性的论述记忆，将记忆史研究的

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的研究实践中，不仅能够扩大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形成中共

党史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更有效地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

二、记忆理论与中共纪念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纪念活动作为历史对象被逐渐纳入党史研究的领域，并取得了颇丰的学

术成果，相关的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回忆性、宣教式、策论型的窠臼，逐步迈入学术化、科学化的进程。

近年来，随着纪念活动在中共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共形象的建构、塑造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凝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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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记忆研究是社会群体认同记忆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刘亚秋:《“青春无悔”: 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

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 年第 3
期。

在学术界，对土改“大生产等运动中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并确保社会群体对新政权的认同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代表性

的研究成果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 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 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5 期; 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

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

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记忆，体现了记忆研究与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深刻变化的紧密联系，持这

一视角的研究者大多跨界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 修改

“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5 期; 刘燕军: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1937———
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4 期; 高蕊:《记忆中的伤痛: 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社会》2015 年第 3 期; 罗

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正是由于记忆研究理论逐渐被引入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领域，使得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分析。
参见钱力成、张翮翱:《社会记忆研究: 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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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合功能意义的凸显，中共纪念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①。纵观已有的中共纪念史研

究，主要着力于考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纪念活动的类型、方式、特征、内涵、功能、价值以及

对中共纪念活动的评价等方面的问题。有学者在相关学术史综述中，概括了目前中共纪念史研究

的热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集中对重大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 其二，对纪念活动在推进中共理论

创新、自身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所发挥的政治功效的深层解读; 其三，围绕着纪念活动的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中共纪念史定义为“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的

再塑，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方式、功能、规模、价值的考查，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中的人物、

事件的历史评价”②。中共纪念史研究扩充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已

越来越得到党史学界的认同。然而，随着学术实践的深入和细化，既有的研究路径所存在的重视实

证研究而缺乏理论建构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一，当前中共纪念史研究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多着力于对单个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纵观

目前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都是以单独的纪念事件为主，诸如“七一”、
“十一”、“五一”、“五四”、抗战胜利日、马克思诞辰( 逝世) 纪念日、列宁诞辰( 逝世) 纪念日、孙中山

诞辰( 逝世) 纪念日等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日即是。这些研究对象的选

择，显然不同于过往那种宏大通论选题的研究，更倾向于以个别性历史单元为研究对象。中共纪念

史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对过往“抽象化”宏观研究和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矫正，将问题意识落脚到中

观或微观的历史层面上来。这种研究观念的初衷，是希冀以单个的纪念活动研究来勾勒中共纪念

活动历史的整体性图景。但是，囿于个案研究的技术性结构，使得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集中在对

单个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具体形式、历史进程的梳理、考证，并没有能够以超越个案本身的解释框

架完成“以小见大”的思想预设。由于个案的自足性和特殊性，单纯停留在个案层面的中共纪念史

研究并不必然能够深化对中共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纪念史个案单元研究与中共

整体性历史研究的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中共纪念史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微观化，还缺乏恰当的研究方法可匹配，相当部分的中

共纪念史研究，还仅停留于利用相关史料进行简单事实叙述的实证研究。这种试图追求对个别事

实的“还原”，既存在缺乏探讨史料被选择、描述、建构的可靠性依据，也存在缺乏探索史事背后的社

会和语境因素的思想自觉。历史事实诚然是历史研究者的永恒追求，但这些文本史料记载的仅仅

是很小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并且“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是在人

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③。因此，单纯考证和梳理史料表面

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并不能体现纪念活动是如何“还原”历史记忆，如何激活历史记忆的社会功

能，以及验证纪念活动如何延续历史记忆的意义与价值。所有这些，都可能限制中共纪念史研究学

术视野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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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至 2017 年，《中共党史研究》先后刊载了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 2007 年第 6 期) 、
胡国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 2009 年第 5 期) 、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

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2010 年第 7 期) 等十余篇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文章;《党的文献》先后刊载了张海鹏《五十年

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 2001 年第 5 期) 、梁化奎《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 2011 年第 4 期) 、孙业礼《“纪

念”是篇大文章》( 2012 年第 1 期) 、贺永泰《中国共产党对“七七”抗战的纪念———基于六篇抗战周年纪念宣言的分析》( 2017 年第 4
期) 共 4 篇相关文章;《当代中国史研究》刊载了张海鹏《50 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2001 年第 6 期) 、郭若平《塑

造新思想: 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2009 年第 3 期) 两篇有关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文章;《党史研究与教学》刊载了

吴志军《一九五一: 建党 30 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以对中共党史的宣传为叙述中心》( 2008 年第 3 期) 、朱斌

《论中共纪念辛亥革命话语之嬗变》( 2011 年第 5 期) 、胡国胜《革命与象征: 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2012 年第 3
期) 等十余篇相关文章。除了上述党史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外，在其他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上也陆续刊载了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章。

魏建克:《21 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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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意义诠释路径的单一性。这是一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存在通病，尤其在以剖析中共纪

念活动历史内涵、功能和价值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大多从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类型、形
式、功能、规模等方面来剖析纪念的内涵，从分析纪念活动与中共关系的角度来考查纪念活动的价

值，这种局限在史事现象层面上的叙述框架略显陈旧，缺乏深度的意义解释和话语建构，使得研究

的结论显得既宽泛又浅陋。因此，若是一味执着于缺乏建构性分析的实证，则难以有效分析纪念活

动背后的历史动力以及与政治、社会的历史关联。强化意义阐释中的问题意识，是提升中共纪念史

研究学术水平的必要手段。

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导致中共纪念史研究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研究成果总是

停留在重复叙事的低水平状态，同类型的问题往往无差别地被不断研究，却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中共纪念史研究要走出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必须重视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更新。中共纪

念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邂逅的产物，而记忆史这种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正是新文

化史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因此，将记忆史研究与中共纪念史研究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中共纪念史

研究建构起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研究范式。

任何纪念的功能之一都是强化记忆，约定俗成的纪念仪式正是“为了能够回忆起共同历史的诸

起伏波折”，“进一步增援强制的记忆化”①。记忆既是个体生物性的体现，同时又与人所生存其间

的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结，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处境与价值认同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记忆研

究通过解读以语言、文字、图像、实物以及人的身体和行为等为媒介所表述的人类记忆状态，由此得

以深入了解留在这些记忆中的个体、群体及其所在时代的情境。记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发生

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演变体现了集体记忆得失的重要性。集体记忆将历史像科学和公共礼仪一

样加以对待，丰富的档案和文献( 纪念性的) 是处在上游的历史水库( 动态的) ，而在下游，则是历史

研究发出的响亮的回声( 鲜活的) ，集体记忆成为了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主流阶层与非主流阶层

为权力、生活、生存、发展而激烈争夺的一部分”②。因此，如何保存、延续和利用记忆成为一个政党

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群体是一个记忆的群体”，中共的纪念活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强化群体认同与相关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复述自己的故事和叙事方式”，赋予政

党组织成员的过去、政党经历的历史以重要的现实意义③。

记忆承载了象征化的历史现实，现实因记忆的存在而具有了历史感，由此，历史记忆应当研究

历史现象是如何地传承集体记忆，如何地以记忆来建构“过去”，如何地从对“过去”的记忆中来解读

“当代”。中共纪念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式，根据研究对象和记忆史研究的特点，可以将记忆史研

究理论和方法转借并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④，以增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含量。

记忆史研究与历史想象、社会建构、国家权力和身份认同等问题都具有相关性，因此，记忆史视角的

介入，将改变中共纪念活动史的具体过程再叙述和再建构的研究理路，发掘隐藏在纪念活动表层下

政治记忆的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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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8 页。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 页。
［美］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 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周云水编译，《思想战

线》2011 年第 3 期。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关注到了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可以参照记忆史的方法对中共历史记忆的形

成、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研究。相关论述参见郭辉、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中共党史研

究》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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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多重记忆窗口

记忆史与纪念史并不是同一种历史现象，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 研究纪念史，不能

不研究纪念是如何强化或延伸记忆的历史感，而研究记忆史，同样不能不研究记忆是如何为纪念提

供历史素材，双方互为支撑研究的学理基础。中共纪念史研究以记忆史作为切入点，可以使这种研

究的任何相关选题具有新颖的观察尺度，它不再需要仅仅以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宏大发展为主要

基调，而是以关注社会实在与观念意识之间的关联为思考对象，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描述和意义

阐释。由于记忆的存在方式具有多样性，那么，合理运用记忆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将打开中共

纪念史学术实践的多重记忆窗口①。

第一，以文化记忆理论来分析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文本。“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在他的代

表作《文化记忆》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
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是摆脱了日常并超越了个体间交流的记忆”②。文化记忆是

关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被赋予了特定群体的共同属性。这些集体共有的文化记忆为

所有成员提供了“都能接受并珍视的标志、价值和准则”，相关的人通过参观、瞻仰、庆祝、纪念等文

化形式来重温这些记忆，“把当下与过去对接起来，借助过去照亮现在”，从而得以“确认并强化自己

的身份”③。中共通过纪念活动重复并强化了政治组织和人员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强调的是

政党文化对于记忆活动的影响，是从政党文化的维度来探讨过去与当下的关联。以文化记忆理论

观照中共纪念史研究，能够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尤其是可以“把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只

具有史料意义的回忆材料转变为构成一种记忆史的构建本身，而不是只用这些回忆材料提供的东

西来矫正历史”④。正因如此，文化记忆及其社会功能成为近年来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焦点主

题。文化记忆通常体现在一定的纪念文本中，而纪念文本则是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之一。对纪念文本进行解读是目前中共纪念史研究者最为熟悉，运用得最为频繁，取得成果也最多

的研究方法⑤。在文化记忆的学术取向中，“文本”或“叙事”其后的社会情境比史料本身更能激发

研究者的兴趣。

任何记忆都不是自发生成的，它是由“记忆政策努力和干预的结果”。对于政治记忆来说，它有

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一个政党的政治记忆，是这个政党存续的重要基础，

它既是其成员身份认同的要素，更是其性质和其所追求的目标的直接体现。记忆无法自动保存，它

的传承要在“社会框架”的范畴内实现，“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

忆的框架之外存在”⑥。中共纪念活动是构建保存记忆“社会框架”的有效途径，这种建构承载乃至

超越了个体的群体记忆，通过纪念活动的开展，抽象的政治理念得以与具体的事件相关联，使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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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社会学研究者对记忆分析方法的总结，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从分析路径和方法论的层面将记忆分析

的方法概括为四类，分别是符号和文本分析、口述史和民族志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量分析。相关论述参见钱力成、张翮翱:《社会

记忆研究: 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370 页。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 371 页。
［法］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19———20 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杭、吕一民、高毅

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451 页。
较早和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志军:《一九五一年: 建党 30 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党史研究

与教学》2008 年第 3 期; 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 1921———1951 年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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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意义得以广泛传播。然而，纪念活动的亲历和重演只是历史性的，它的存在只能通过文本记载

而保留。因此，纪念文本是中共纪念活动史的存在方式，也是中共构建和保存中共群体记忆的主要

途径。因此，通过对纪念文本包括符号、话语等进行分析，来解读纪念文本的语义结构和话语特征，

挖掘其中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是研究中共纪念史的基本方法之一。研究者对中共如何借助纪

念活动以及纪念文本等记忆形式来达到构建群体记忆的认知，也同样必须在纪念文本之中才能够

实现。
第二，以记忆媒介为空间的研究，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主题。记忆史框架下的中共纪念史研

究，与以往研究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研究主题的差异。在记忆与纪念的关系中，记忆中有关过去的

印象和回忆，或多或少可以在纪念仪式的操演中得以传播和保持。中共纪念活动是借由“纪念”这

一象征方式来表达其政治诉求、保持其权力关系的政治仪式，它“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

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遭遇，重演过去之回归”，“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①。因

此，中共纪念活动具有宣传政治主张、加强政治领导、保存历史意识、总结历史经验等记忆功能，而

这些记忆功能不得不通过某种纪念媒介而保存下来，除了纪念文本之外，诸如会议、游行、会演、修
建纪念设施等多种形式，都是中共记忆媒介的具体形态。中共在历史上，就曾强调过要通过各种纪

念方式来强化政治记忆，例如，1933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
提出: 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纪念和宣传“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要通过与当下中国革命的

任务相联系的理论、策略和主义的宣传，来扩大和深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具体可以采取组织召集群

众纪念大会，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组织社会科学演讲会，组织募捐和出版纪念专刊、单行本、
壁报等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传播中共的政治影响②。这些纪念方式，实际上承载的就是

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忆。
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受实证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多是通过爬梳资料来完成研究，一般很少

用实物的材料来叙述历史，长期忽视语言和文本之外的例如文化遗址、博物馆、纪念碑、公共节日和

纪念仪式等传承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的作用，这是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一个短板，有必要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纪念之中的记忆现象总是具体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记忆物质化。“各种类型的

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它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

创造一个为群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的空间。”③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记忆空间既是人们回

忆的场域，也是人们身份和认同的象征。记忆与空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一种记忆术即记忆方式，而记

忆方式谋求“把不可靠的自然记忆装载到一个可靠的人工记忆之中”，人们所依赖的记忆途径就是

把空间作为记忆的媒介，通过特定的结构化的空间对记忆的内容进行“视觉联想”，构成“建筑式的

记忆隐喻”④。实际上，书面文献只是记忆的文本性体现，而文本“只是传统得以继承的外部条件，而

非其决定因素，因为文本一致性需要一个意义关联的空间。有了此种空间，不管怎样时过境迁，文

本不仅存在，而且保持效力”⑤。因此，空间场域在记忆构建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以文字为载体

的文本，“在一个历史性的场所感受到的印象，比起来那些通过道听途说和阅读得来的印象要‘更加

生动和专注’”⑥。然而，当前对这一类具有塑造政治记忆功能的“记忆之场”研究价值的认识还远

远不够。实际上，“博物馆的收藏和陈列与史学著述，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张扬民族意识，提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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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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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0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3 ～ 127 页。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 32 页。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4 页。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 373 页。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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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认同，增加他们的民族情感”①，综合分析现代国家政权如何利用书面文献和纪念场所诸如展

览之类的新型空间形式来宣传革命历史，传播革命记忆，构建群体认同，塑造政治记忆，将有力地提

升中共纪念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

第三，合理地运用口述史的记忆史料来进行中共纪念史研究。历史与记忆既相互依托又彼此

区别，历史强调的是研究主体对蕴藏在史料中的事实进行考察，而记忆即便通过口述而转化为文献

性史料，也只是一种尚未得到研究主体分析的原始性材料，并且是一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

的材料。然而，支撑历史研究的许多史料，恰恰都是借助于记忆口述而留存下来的材料，这种记忆

口述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但是，口述史料只是记忆选择性和倾向性一种结果，因而，对这

种史料的处理，就必须依据历史研究的规范性方法进行甄别和运用。

对于中共纪念史研究来说，口述记忆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是“具有一个观察被忽略了的和司空

见惯了的东西的崭新的视角”，“具有融合力的、跨学科的潜力”②。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后，历史学的

认识论发生巨大革新，“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

题”③。在历史学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学术形态更迭之际，“历史记忆仿佛在突然间绽放出从前所没有

过的光彩”，在档案、报刊、小说、日记、图画等文本史料之外，口述记忆作为史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

具备了合理性和可靠性。“民间史、大众史或口述史或公众史或者甚至于神话的，现在作为一种元

史学范畴，将这一切都收揽进来。……记忆变成了新文化史中的主导词”④。以改革开放纪念研究

为例，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需求日益迫切。整理与收集 40 年来

的改革开放历史口述记忆，是总结这场社会巨变历史经验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史料建

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口述记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来源之一，中共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当下的多数人都未曾亲历，

这就需要通过纪念活动来回溯、展示、讲述“过去”的事件，从而使人们从记忆中理解“过去”并保存

“过去”。但是，口述记忆不可能自己构成历史，它需要经过历史研究的过程将其呈现出来，也就是

说“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⑤，历史学家应当不断完善处理口述记忆的“技艺”，合理有

效地利用口述记忆来帮助人们理解“过去”。
在中共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纪念活动，都可以通过口述史学的方法，将留存于特定时期的口述史

料，转化为一种可行性的纪念史研究。口述史料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社会行动和身体行为的记忆，因

为口述的过程是个人记忆公共化的过程，是个人记忆向社会记忆、政治记忆转化的过程，因此，口述

记忆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料是纪念史研究中记忆史料的重要来源，它借助承载记忆

的文字，为纪念史研究提供了“唤回物体和事件”的线索，成为纪念史中“回忆最有力的稳定剂”⑥。
从记忆的功能或效果上看，经过口述史料表述过或者记载过的人物或事件，比从未经过上述过程的

人物或者事件，更容易被人们所记忆。正因为口述记忆史料具有如此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共纪念史

研究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史料进行研究。
当然，要想理解作为“历史记忆”的史料当中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还需要研究者对史料进

行甄别、理解、思考和再加工，才能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结论。研究者必须要“尽可能深入到其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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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社会与文化田野中去”①，“动用全部的智识资源、理论的视角、本体论传统、研究文献和其他别

的资源，来考察资料”，才能“达至对研究的总体意涵既令人兴奋，又兼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如果

处在智识的真空当中，或者，脱离了更为普遍和基础性的学科框架，那种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就

是没有意义的”②。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提出记忆的“田野”、文本的“田野”等隐喻性概念，它们在

社会表征的意义上是类似的，都可以成为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真相的途径和方法。

传承历史记忆是史学的基本功能，这同样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或者目的之一。历史

无法被尽善尽美地还原，因为价值选择总是左右着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后人的研究取向，“历史在人

们的记忆与失忆之间很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图景”，“对历史研究而言，只有先获得真实全面的历史记

忆，才能实现史学其他方面的功能”③。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是在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中共纪念

史研究需要积极借鉴或移用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

法来拓展研究思路和增强问题意识，“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

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

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

层面，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

‘立体性’或‘全息性’认知”④。中共党史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

理论和方法来展开学术实践，不断创造中共党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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